结构制约与个人特质：向上婚能扩大凤凰男的社会资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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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阶层结构形成的交往机会与基于个人特质形成的交往偏好是影响社会网络建构的两个因素。对于那些阶层位置发生变化的人而言，尤其是对于那些由底层走向上层并与上层实现阶层融合的人而言，个人特质是否仍然能够对他们构建社会网络发挥作用呢？我们选择凤凰男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的向上婚是否会扩大他们的社会资本。通过对向上婚以及非向上婚的凤凰男进行倾向值匹配，控制掉这两类人群在诸多社会特征上的差异，回归结果发现，这两类人群在拓展自身交往范围以及提高自身网络影响力方面均不存在差异。这说明即使阶层位置发生变动，个人特质依然对社会资本的建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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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Restriction and Individual Trait: Can Upward Marriage Expand Phoenix Men’s Social Capital?
Abstract: Interaction opportunity based on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and interaction preference based on personal attributes are two factors on constructing social capital. To those whose location changes, will personal attributes still affect their social network?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phoenix men to examine whether their upward marriage can expand their social capital. We adopt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o control personal difference between upward marriage group and non-upward marriage group. Regression result reveals these two groups has no difference in expanding their social capital and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of their social network. Although one’s location may shift, personal attributes can still affect social capit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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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社会资本是指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1]。作为一种在劳动力市场与日常生活中能够提供优势的资源，何种群体在社会资本的占有方面具备优势是近来的焦点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存在两种解释，分别是基于社会结构的视角和基于个人特质的视角。前者认为人们的交往机会受到阶层结构的制约，而后者认为人们的交往偏好主要源于个人特质。个人的阶层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某个群体改变了自身的阶层位置，甚至与高阶层的群体实现阶层融合，那么个人特质在多大程度上依然能够对社会网络建构产生影响？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选择了凤凰男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他们能否通过与城市女性的婚姻来拓展自身的社会网络。由于凤凰男是大众传媒当中的词语，为了在研究当中准确地把握这个词语的含义，我们首先提出凤凰男的操作化定义，凤凰男是指出身农村，通过自身努力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男性。该群体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他们与城市人的共同生活，尤其一部分人能够与城市女性联姻，我们将此视为向上婚，实现向上婚的凤凰男在阶层位置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基于阶层结构的视角，这是他们扩大自身网络的必要条件，这对应的问题在于突破了阶层结构制约对他们的社会资本建构是否存在帮助？第二，他们长久以来的奋斗历程以及男性的交往偏好，又使他们保持了鲜明的独立精神，这会使得他们在社会资本构建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势，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职业生涯[2]，虽然婚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凤凰男与城市人的阶层壁垒，获得更多的交往机会，但他们的个人特质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会影响他们构建社会资本？
2 城乡二元分割与凤凰男的婚姻
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使得不同出身的青年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具备了不同的特征，这种特征将会贯穿他们整个奋斗历程。吴晓刚等人的研究显示，由于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教育成为了农民子女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农民的子女中只有极为优秀的才可能跻身城市，由此形成了一种选择性[3]：农村居民极为优秀的人和所有城市居民共同居住在城市当中，所以城市居民当中，出身于农村的青年比出身于城市的青年获得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因此父代的教育程度与子代的经济社会地位之间呈现负相关，西方学者观察到的代际之间显著并且强烈的代际继承特征在中国城市并未出现[4]。
制度性的不平等使得农村出身的孩子在向上流动过程中具有天然的劣势，而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城市梦要比城市居民的子代付出更大的努力。农村基础教育资源薄弱，农民本身又缺乏可供利用的社会资本，所以从一开始他们便缺少可以利用的资源，这样反而培养了利用自身能力的生存惯习。即使到了城市当中，他们之前的惯习依然可能发挥作用。
无论是从凤凰男的出身来看，还是从凤凰男的奋斗历程来看，他们既不具备优势的家庭背景，也相对缺乏获取各种社会资源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凤凰男能够与城市女性实现联姻，既可以视为凤凰男成功实现社会融合，又可以视为凤凰男增加了获取社会资源的途径。凤凰男与城市女性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二者的个性特征自由选择的，但婚姻生活绝不仅仅是男女两个人的私事，与双方有关系的城市亲友或者农村亲友，都会或多或少地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来[5]。随着这些亲友而来的，不仅有各自生活方式的调整与对彼此的适应，同时也有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的交锋。但毋庸置疑的是，从宏观上看，凤凰男与城市女性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融合的体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樊篱；从微观上看，对凤凰男个人而言，由于城市女性家庭背景优于自身的家庭背景，这种婚姻为他们弥补自身家庭背景的劣势提供了条件。
既然凤凰男与城市女的结合并非两个人的私事，那么就会有一些外在于夫妻双方的力量在影响着他们的婚姻。在婚姻生活中，夫妻双方与外在力量的关系非但不曾断绝，反而逐渐与这些外在力量形成了非常复杂和宽广的社会联系[6]。这些外在力量与夫妻双方一起进行互动，并且在日常互动当中逐渐形成了亲密关系。这些外在力量当中的一部分形成了夫妻双方共有的社会资本。这对于出身农村的凤凰男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向上婚使得凤凰男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比自己最初的经济社会地位更高的群体，他们在扩展交往网络、提升社会资本方面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因此，基于阶层位置形成的交往机会的视角首先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3 基于阶层结构的交往机会论
人们在日常交往过程中，自身所处的阶层位置有可能影响人们的日常交往机会，而基于阶层位置形成的交往机会能够对人们的社会资本建构产生影响。既往研究首先体现出的就是这样的特征。
林南曾经鲜明地指出，在一个分层的社会当中，阶层地位越高，运作和掌控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大，从而越有可能接触到更好的社会资本[1]。人们建构自身社会网络，形成自身社会资本的过程，往往就是阶层闭合的一个动态过程[7]。占据着更高社会地位的人，不仅掌握了规模更大的网络，他们掌握的社会资本在性别、年龄、职业等方面也体现出更强的异质性，形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于阶层结构限制了交往机会，从而不同阶层拥有的社会资本在诸多维度上形成了差异化的特征，“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结构的机会与限制理论对于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提供了最好的解释”[8]。
在现实生活当中，社会网络所蕴含的资源往往不是个体所独有的，消费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往往是以家庭形式出现的，而婚姻在融合夫妻双方的社会资源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边燕杰和李煜[9]的研究指出，夫妻出身于不同的家庭，婚姻作为纽带将各自的亲属关系带入共同的生活当中；双方在各自的工作生活场域当中都会形成各自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虽然不会被双方所共有，但是这些关系所提供的社会资源可以被夫妻双方所共享。不同家庭的交往范围、交往层次、可交往的地位高度，都是基于阶层地位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社会资本的形式往往可以反映社会分层的形式[10]。
这些研究突出了一点，即基于阶层结构的交往机会能够影响人们的社会资本建构。我们可以根据这类研究推论：婚姻可以作为融合夫妻双方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而与更高阶层的配偶生活在一起对自身的社会网络建构将会存在更多的优势。凤凰男可以被视为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群体，根据之前的理论推理，本身就比其他出身农村的人占据了更高的阶层位置，而向上婚则使这些人具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高阶层的群体。因此，凤凰男的城市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婚姻生活，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以前在农村难以接触到的人，这为他们扩展自身社会网络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4 基于个体特质的交往偏好论
网络建构不仅仅是与个人所处的阶层位置相关的，更是与个体特征相关的[11]，具备某种特质的人才会具备某种特质的网络。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问题在此凸显出来。而这也为社会资本建构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视角：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人，往往愿意寻找与自己相似的群体进行社会交往，换句话说，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并非一个随机过程，人们寻找交往对象、构建社会网络的过程往往是一个选择性的结果。这与同群效应（peer effect）非常相似。首先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体现这种选择性，通过对青少年吸毒群体的研究发现，并不是人们进入某一个群体，受到群体压力之后才会吸毒，而是他们有了进入这一群体的偏好，才会主动进入这一群体，进而有这种不良行为[12]。通过对青少年同辈群体的行为相似性的研究明确指出，并不是由于青少年聚集在一起之后才变得相似，而是相似的一群人更容易聚集在一起[13]。McPherson等人在一篇综述中提到，正是相似性促成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在阶层、交往行为等方面具备相似性的群体，在社会网络建构方面也会具备相似的特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网络建构的基本原则[14]。这些研究说明，个人特质是社会网络的内生变量，具有某种特质的人，总会在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中呈现出相似的特征。
就我们的研究而言，凤凰男是能够在城市中工作的一群人，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非常艰难，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总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不仅是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基础，而且是他们自农村生活开始形成的惯习。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更擅长在专业技术岗位从事工作并得到晋升，而这类岗位恰恰是主要通过自身努力才能获得成功的；他们难以在行政岗位得到晋升的原因，恰恰就被认为是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本[2]。凤凰男的成长之路，从一开始就缺少丰富的社会资本，他们的独立精神贯穿了他们奋斗的始终。他们自身的特点极有可能抑制他们在城市生活当中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阻碍他们丰富自身的社会资本。
除去凤凰男本身独立奋斗的精神之外，夫妻双方对社会资本的偏好也是存在性别差异的。有研究明确指出，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在选择交往对象时，很难受到结构因素的影响，他们的个体特征更容易影响他们对交往对象的选择[15]。具体到婚姻生活而言，交往偏好的性别差异十分明显：女性更容易将自己的亲属视为自己社会网络当中的成员[16]，对于工具性网络，这种特征更明显[17]。通过对韩国的研究发现，将近一半的男性在结婚之后更倾向于同自己的父母交往，不给配偶的父母提供帮助同时也不从配偶父母那里获取帮助，而这个比例在女性身上只有1%[18]。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作为农村出身的凤凰男，似乎并不倾向于通过配偶的家庭成员来扩大自己在城市当中的网络。国内的研究也可以支持这个判断，虽然关于安徽省的研究显示，婚姻对于男性的社会资本存在影响[19]，但是基于全国的抽样调查显示，婚姻状况并不会影响农村男性的社会资本[20]。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同样可以体现这一特点，婚姻状况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并没有明显的影响[21]。凤凰男的向上婚，实际上体现了夫妻双方的地位不匹配（status heterogamy），而社会对这种夫妻双方地位不匹配的态度也不是完全包容的，不匹配的婚姻会降低社会参与、对他人的信任、亲密朋友的数量[22]。
如果我们根据这些研究推论，凤凰男本身的独立奋斗精神和男性固有的对家庭社会资本的排斥共同构成了他们的个人特质，而个人特质恰恰是形成交往偏好的基础。基于凤凰男自身的独立奋斗精神以及男性的交往偏好，凤凰男的向上婚虽然为他们提供了提升自身社会资本的条件，但是受到他们自身特质的影响，向上婚的凤凰男似乎并不会从婚姻生活当中为自己谋取更多的社会资本。
5 假设的提出
在凤凰男的社会资本建构方面，虽然上述讨论并不能使我们得出一致的结论，但上述两种视角得出的结论都是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因此我们根据上述讨论提出两组相对的假设。首先，我们遵从阶层位置论，认为阶层的结构位置会影响个人建构和维持自身的网络。而凤凰男的向上婚体现了农村男性与城市女性的结合，实际上是农村男性提高自身阶层地位、冲破阶层结构制约的有效方式。他们既往的网络被限制在亲属网络当中，城市生活使得他们的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被扩展，而扩展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非亲属比例的增加。因此我们提出假1：
向上婚的凤凰男比非向上婚的凤凰男在社会资本方面更具优势。具体地说可以体现在网络规模和网络的影响力两个方面：
凤凰男的根基虽然在农村，但是与城市女性的婚姻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城市居民，而这些人并不是农村居民的亲属。如果他们的向上婚增加了与其他人交往的机会，那么对凤凰男的社会网络影响最大的就是对非亲属的接触。与配偶亲友的接触，极有可能增加向上婚的凤凰男社会网络中非亲属的比例。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1：
相对于非向上婚的凤凰男而言，向上婚的凤凰男其网络中非亲属的比例更高。
向上婚的凤凰男不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非亲属，同时也有可能接触到阶层地位更高的群体。婚姻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更多的城市居民，也就是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构建更有影响力的社会网络。占据社会网络顶端的职业的影响力往往更为重要，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2：
相对于非向上婚的凤凰男而言，向上婚的凤凰男的社会网络中，网络顶端的职业声望更高。
但问题在于，根据我们之前的讨论，社会网络的建构不仅受到个体所处的阶层结构的影响，而且可能受到凤凰男的个人特质的影响，即使到城市中生活，他们身上的诸多特质依然可能发挥作用，这也就是个人特质论。如果我们遵从个人特质论，那么凤凰男虽然与城市女性结婚，但是他们并不会倾向于通过家庭成员来扩大他们自身的社会网络。受到他们独立奋斗精神以及男性特有的交往偏好的影响，无论他们是否经历向上婚，在社会网络的拓展方面，尤其是非亲属的拓展方面，都不会占据优势，尤其是在工具性网络建构方面。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
向上婚的凤凰男与非向上婚的凤凰男相比，在社会网络建构方面不具备明显的优势。
这既体现在他们拓展自身网络上，又体现在他们社会网络的影响力上。我们同样通过非亲属比例来测量他们扩展自身网络的能力，与上一组假设对应，在网络拓展方面我们提出假设2.1：
无论凤凰男是否经历向上婚，他们拜年网的非亲属比例都不会有显著差异。
同时，他们虽然承认工具性网络对人们工作生活的帮助，但由于他们不会有意通过婚姻这种途径来提高自己社会网络的影响力，因此，婚姻对于凤凰男而言，虽然提供了增加社会资源的必要条件，但凤凰男本身并不倾向于利用这种条件来扩大自身网络的影响力。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3：
无论凤凰男是否经历向上婚，他们拜年网中的网络顶端的职业声望没有显著差异。
6 数据、变量和方法
6.1 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CGSS2006的数据。由于本文涉及到初婚时的配偶双方初婚时的信息，诸如双方的家庭背景，双方的经济社会地位，双方的教育等等。而近年来的CGSS数据当中并未涉及初婚时双方个人和家庭背景的详细特征，因此我们选择这套数据来进行分析。
我们所要分析的是婚姻对凤凰男的社会网络建构是否存在影响，而非凤凰男与其他男性相比社会网络是否会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只保留数据中所有的凤凰男作为分析样本。我们将凤凰男界定为，出身农村并获得城市户口的男性。我们的分析主要探讨的是婚姻对凤凰男社会资本的影响情况，因此我们不对凤凰男的配偶的特征进行限定。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未婚的样本删除。
本文涉及的因变量主要有两个，分别用来测量凤凰男扩展自身网络的能力以及其网络的影响力。第一，我们使用春节拜年网的非亲属比例来测量凤凰男扩展自身网络的能力。由于有些人春节并未拜访任何人，而我们要计算非亲属的比例，因此我们在每个被访者的春节拜年总人数后面加上0.1。第二，拜年网当中网络顶端的职业声望，这可以体现凤凰男社会网络的影响力。
凤凰男是否实现向上婚：这是一个虚拟变量，同时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变量。我们通过凤凰男配偶的户籍来测量
。如果凤凰男结婚时其配偶或者配偶的父亲是城市户口，我们便认为凤凰男实现了向上婚；如果凤凰男结婚时其配偶或者配偶的父亲是农业户口，我们便认为凤凰男没有实现向上婚。
婚姻并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往往是个体特征和双方家庭共同形成的结果。因此，本文首先会涉及到双方结婚时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特征：
结婚时凤凰男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SEI）：这可以代表凤凰男结婚时的家庭背景。
结婚时凤凰男配偶父亲的SEI：婚姻往往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因此在控制了凤凰男父亲的家庭背景之后，也要控制凤凰男配偶父亲的家庭背景。
结婚时凤凰男的SEI：通过凤凰男结婚时的社会经济地位来代表他们结婚时的个人特征。
结婚时凤凰男配偶的SEI：在控制了凤凰男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后，同样要控制凤凰男配偶的社会经济地位。
结婚时凤凰男的教育年限，结婚时凤凰男配偶的教育年限。夫妻双方在结婚前的教育年限作为重要的个人特质，是婚姻选择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控制夫妻双方的教育程度。
由于一个人的社会网络极有可能收到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因此还需要控制凤凰男现在的SEI。另外，由于婚姻匹配可以体现社会的开放程度[23]，而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开放程度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将区域作为一个控制变量。
凤凰男现在的SEI：由于社会资本有可能受到职业本身的影响，因此我们也将男性现在的经济社会地位作为控制变量。
凤凰男的年龄：由于年龄可以体现时代的变迁，而婚姻匹配在不同时代的表现有所不同，为了控制时代所造成的差异，我们将凤凰男的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下表是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类型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非亲属比例
	定距变量
	0.75
	0.30
	633

	网络顶端
	定距变量
	44.16
	37.85
	633

	凤凰男是否向上婚
	二分变量
	0.25
	0.44
	633

	男性结婚时的SEI
	定距变量
	36.08
	14.62
	599

	女性结婚时的SEI
	定距变量
	28.93
	11.24
	539

	男性结婚时其父亲的SEI
	定距变量
	27.81
	11.19
	606

	女性结婚时其父亲的SEI
	定距变量
	26.07
	10.17
	600

	男性结婚时的教育
	定距变量
	8.85
	3.30
	633

	女性结婚时的教育
	定距变量
	4.02
	3.81
	600

	是否在东部
	二分变量
	0.40
	0.49
	633

	男性现在的SEI
	定距变量
	39.83
	13.84
	626

	男性现在的年龄
	定距变量
	45.88
	13.01
	631


6.2 方法
我们使用的是一套观测数据（observational data），观测数据在干预变量的分布上往往不是随机的。而因果分析希望得到的结果恰恰是干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有效，由于观测数据并不能保证所有的自变量在干预变量的分布上面都是随机的，所以由此估计出来的干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可能是有偏的。结合我们的研究而言，我们将“是否向上婚”视为一个干预变量，现实生活中，婚姻匹配并不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结婚时双方的家庭背景和个体特征都有可能影响到婚姻匹配的结果。因此首先要对每一个自变量和干预变量进行二元分析，由此来判断结婚时双方的家庭背景和个体特征在“是否向上婚”这个干预变量的分布上面是否是随机的。我们将每一个自变量与是否向上婚进行t检验或者卡方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是显著的，说明这个自变量在是否向上婚上的分布不是随机的（详见表2）。我们要采用倾向值匹配，对样本进行“再抽样”[25]，使得向上婚与非向上婚的凤凰男在若干社会特征上是一致的，从而保证统计结果的因果性。需要说明的是，在表格当中并没有涉及男性现在的SEI，因为从时间的先后性来考虑，男性现在的SEI不会影响他们的婚姻匹配，而我们在此仅需要考虑那些可能影响婚姻匹配的变量。在表格当中，我们对区域和是否向上婚进行卡方检验，对其他变量和是否向上婚进行t检验。
表2：匹配前的双变量检验
	变量
	未实现向上婚的均值
（括号内为样本量）
	实现向上婚的均值
（括号内为样本量）
	t检验或者卡方检验的p值

	男性结婚时的SEI
	34.61
（444）
	40.27
（155）
	0.0000

	女性结婚时的SEI
	28.31
（412）
	30.96
（127）
	0.0198

	男性结婚时其父亲的SEI
	24.67
（454）
	37.16
（152）
	0.0000

	女性结婚时其父亲的SEI
	24.62
（445）
	30.23
（155）
	0.0000

	男性结婚时的教育
	8.61
（469）
	9.55
（164）
	0.0016

	女性结婚时的教育
	3.72
（444）
	4.90
（156）
	0.0008

	年龄
	46.06

（469）
	45.37

（164）
	0.5628

	区域
	
	
	

	东部
	79.92%
（203）
	20.08%
（51）
	0.006

	中西部
	70.18%
（266）
	29.82%
（113）
	


我们具体采用的方式是贪婪匹配（greedy matching）对样本进行再抽样，由于这种匹配方式会损失样本，因此我们采用四种不同的方法对样本进行再抽样，保证结果的稳健性。通过四种匹配方式之后，我们对每个自变量和是否向上婚进行了二元分析，结果如下：
表3：采用四种匹配之后的二元分析
	变量
	卡尺距离为0.25个标准差的最近距离匹配
	卡尺距离为0.1的最近距离匹配
	没有倾向值的马氏距离法
	有倾向值的马氏距离法

	男性结婚时的SEI
	0.0202
	0.0610
	0.6562
	0.3848

	女性结婚时的SEI
	0.6632
	0.2742
	0.7275
	0.6406

	男性结婚时其父亲的SEI
	0.4527
	0.1813
	0.1065
	0.0670

	女性结婚时其父亲的SEI
	0.9053
	0.6816
	0.2478
	0.3070

	男性结婚时的教育
	0.5349
	0.8878
	0.7112
	0.8418

	女性结婚时的教育
	0.4625
	0.3386
	0.7705
	0.7282

	年龄
	0.7789
	0.7270
	0.7921
	0.7189

	区域
	0.210
	0.249
	0.862
	0.862

	样本量
	140
	124
	144
	144


注：表格中数字为t检验或者卡方检验的p值
经过倾向值匹配，我们对向上婚和若干可能影响向上婚的变量进行了二元分析，发现这些变量对向上婚的影响都变得不显著了，也就是说这些变量在向上婚与非向上婚的分布上是一致的：对于向上婚和非向上婚的凤凰男而言，这两组人在表格中所列变量的取值是相似的，这两组人的区别仅在于是否向上婚。由此我们才能保证回归模型体现的统计关系是因果关系。由于因变量是定距变量，因此我们使用一般线性回归来估计各个变量的效应进行估计。由于我们对原来的样本进行了四次匹配，因此我们在回归分析当中也把基于这四个样本的回归结果都呈现出来。
7 统计结果
表4：凤凰男的交往范围拓展模型
	
	卡尺距离为0.25个标准差的最近距离匹配
	卡尺距离为0.1个标准差的最近距离匹配
	没有倾向值的马氏距离法
	有倾向值的马氏距离法

	是否向上婚
	-0.02
	-0.01
	0.02
	0.001

	
	(-0.56)
	(-0.29)
	(0.54)
	(0.04)

	
	
	
	
	

	结婚时凤凰男的SEI
	-0.003*
	-0.003
	-0.003*
	-0.003*

	
	(-2.21)
	(-1.96)
	(-2.09)
	(-2.11)

	
	
	
	
	

	结婚时配偶的SEI
	-0.001
	-0.0003
	-0.001
	-0.001

	
	(-0.98)
	(-0.19)
	(-0.58)
	(-0.42)

	
	
	
	
	

	结婚时凤凰男父亲的SEI
	-0.001
	-0.001
	-0.002
	-0.001

	
	(-1.07)
	(-1.20)
	(-1.34)
	(-1.17)

	
	
	
	
	

	结婚时配偶父亲的SEI
	-0.0007
	-0.00005
	-0.00006
	-0.0002

	
	(-0.59)
	(-0.03)
	(-0.05)
	(-0.13)

	
	
	
	
	

	结婚时凤凰男的教育
	0.003
	-0.0009
	0.0001
	0.003

	
	(0.51)
	(-0.14)
	(0.02)
	(0.46)

	
	
	
	
	

	结婚时配偶的教育
	-0.003
	0.003
	0.009
	0.007

	
	(-0.56)
	(0.53)
	(1.97)
	(1.46)

	
	
	
	
	

	区域（中西部为参照项）
	0.007
	0.008
	-0.004
	-0.01

	
	(0.21)
	(0.22)
	(-0.11)
	(-0.37)

	
	
	
	
	

	凤凰男现在的SEI
	0.001
	0.001
	0.002
	0.001

	
	(0.92)
	(0.87)
	(1.18)
	(0.78)

	
	
	
	
	

	男性现在的年龄
	-0.00007
	-0.002
	-0.0001
	-0.0007

	
	(-0.05)
	(-1.15)
	(-0.08)
	(-0.49)

	
	
	
	
	

	常数项
	0.30*
	0.32**
	0.20
	0.25*

	
	(2.57)
	(2.67)
	(1.76)
	(2.15)

	N
	140
	126
	144
	144

	R2
	0.07
	0.07
	0.07
	0.06


注：括号内为t值；*：p<0.05，**：p<0.01，***：p<0.001。
首先我们对凤凰男能否通过向上婚拓展自己的网络规模进行验证。根据上述四种匹配方式抽取了四个样本，然后分别对这四种方式抽取到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我们关注的向上婚并不能使得凤凰男扩展自己的非亲属比例。换句话说，我们的数据发现，凤凰男能够和城市女性结为夫妻，这确实为凤凰男扩展自己交往范围提供了潜在的优势，但是与城市女性结为夫妻并没有为凤凰男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带来实际效果。除去我们重点关注的向上婚这个变量之外，凤凰男结婚时的经济社会地位降低了凤凰男网络中的非亲属比例。我们使用了不同的匹配方法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果，说明这一结果是比较稳健的。接下来我们对凤凰男能否通过向上婚提高自己网络的影响力进行建模。
表5：凤凰男的网络影响力增加模型
	
	卡尺距离为0.25个标准差的最近距离匹配
	卡尺距离为0.1个标准差的最近距离匹配
	没有倾向值的马氏距离法
	有倾向值的马氏距离法

	是否向上婚
	4.58
	0.24
	4.62
	2.84

	
	(0.74)
	(0.03)
	(0.73)
	(0.45)

	
	
	
	
	

	结婚时凤凰男的SEI
	-0.26
	-0.06
	-0.09
	-0.004

	
	(-1.00)
	(-0.18)
	(-0.34)
	(-0.02)

	
	
	
	
	

	结婚时配偶的SEI
	0.58*
	0.57
	0.42
	0.41

	
	(2.22)
	(1.87)
	(1.51)
	(1.48)

	
	
	
	
	

	结婚时凤凰男父亲的SEI
	0.25
	0.20
	0.17
	0.27

	
	(0.95)
	(0.77)
	(0.65)
	(1.08)

	
	
	
	
	

	结婚时配偶父亲的SEI
	0.17
	-0.067
	0.13
	0.13

	
	(0.70)
	(-0.25)
	(0.56)
	(0.55)

	
	
	
	
	

	结婚时凤凰男的教育
	0.47
	0.2072
	-0.5670
	-0.55

	
	(0.44)
	(0.16)
	(-0.47)
	(-0.46)

	
	
	
	
	

	结婚时配偶的教育
	0.70
	0.24
	1.39
	1.04

	
	(0.77)
	(0.23)
	(1.48)
	(1.15)

	
	
	
	
	

	区域（中西部为参照项）
	-0.34
	-3.80
	-0.73
	-1.77

	
	(-0.05)
	(-0.51)
	(-0.11)
	(-0.26)

	
	
	
	
	

	凤凰男现在的SEI
	0.78**
	0.54
	0.78**
	0.65*

	
	(2.94)
	(1.63)
	(2.71)
	(2.32)

	
	
	
	
	

	凤凰男现在的年龄
	0.63*
	0.38
	0.71*
	0.70*

	
	(2.26)
	(1.16)
	(2.50)
	(2.47)

	
	
	
	
	

	常数项
	-39.30
	-11.88
	-39.24
	-36.93

	
	(-1.71)
	(-0.46)
	(-1.69)
	(-1.62)

	N
	140
	126
	144
	144

	R2
	0.16
	0.15
	0.13
	0.13


注：括号内为t值；*：p<0.05，**：p<0.01，***：p<0.001。
从表5可以看出，向上婚对增加凤凰男的网络顶端的职业声望并没有影响。我们通过四种匹配方式得到的样本都可以体现这一点。这个结果说明，向上婚虽然让农村出身的男性有了更多接触城市居民的机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凤凰男会利用婚姻作为增加自己社会资本的手段和方式，凤凰男的向上婚并未增加他们社会网络的影响力。虽然他们跻身城市，并且与城市女性结为连理，但这至多只是他们增加自己社会网络影响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对这种结果的解读，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凤凰男的自身特征，他们并没有将向上婚作为自己扩大社会网络影响力的途径。虽然这并不代表凤凰男不会扩大自身的社会网络，但是他们似乎不愿意通过家庭这个途径来扩大自身的社会网络。除去我们重点关注的向上婚之外，其他的控制变量对凤凰男社会网络顶端的职业声望影响基本都不显著。为了证明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同样采用四种匹配结果来进行回归分析，四个模型显示出基本相同的结果。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在两个模型当中，除了向上婚这个变量之外，其他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多不显著，无论是对凤凰男的非亲属比例还是对他们网络顶端的影响。这并非我们模型或者变量选择存在问题，而是由于倾向值匹配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平衡若干控制变量，降低样本在这些变量上的差异。我们通过匹配进行“再抽样”，使得若干控制变量在是否向上婚的两个取值上面都是平衡的。这种平衡能够保证除了我们重点关注的干预变量之外，“其他条件都是一致的”，从而保证我们探讨的这种关系的因果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无论凤凰男是否向上婚，在若干控制变量上的特征都是一致的，这些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也极有可能不显著。
8 结论与讨论
我们通过倾向值匹配控制了向上婚与非向上婚的凤凰男在诸多特征上的差异，使得向上婚与非向上婚的凤凰男在诸多社会特征上是相似的，然后我们探讨凤凰男的向上婚对其社会网络建构的影响才具有因果的含义。统计结果显示，凤凰男并没有将婚姻作为扩展他们社会网络的途径。这首先可以回应人们对凤凰男向上婚目的的质疑，他们并不是为了结识更高地位的人，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并不倾向于将婚姻赋予更多的工具性含义，婚姻并不是凤凰男获取社会资本的有效方式。这不仅是对现实中凤凰男被污名化[25]的回应，而且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含义。
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出的理论问题。如果社会网络建构是内生于个人特征的，那么阶层位置对社会网络建构的影响很可能会受到削弱，我们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凤凰男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其阶层背景上的劣势，但与此同时男性的交往偏好与独立奋斗的精神依然贯穿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与城市女性结婚，这增加了这部分人在阶层位置上的优势。虽然向上婚使凤凰男占据了相对更高的阶层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能为他们扩大自身的社会网络提供有效的帮助。凤凰男在构建自身网络过程中，仍然受到了其早年奋斗经历的影响，独立的奋斗精神并没有使他们刻意将家庭成员纳入到自己的网络当中来；同时，在社会资本建构方面，男性本身的交往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凤凰男的网络建构的。所以，仅就我们研究的群体而言，在他们的社会资本建构方面，阶层位置发生变化并与更高阶层的群体发生融合虽然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交往机会，但是这并没有给他们建构自身社会网络带来明显的优势，基于个人特质的交往偏好远比基于阶层结构形成的交往机会的影响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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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匹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通过一个指标完全表现出来。对凤凰男而言，城乡分割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本文只呈现了通过这一个指标衡量的向上婚。除了户籍因素之外，我们还考虑了结婚时夫妻双方父亲的经济社会地位指数（如果女性父亲的经济社会地位指数高于男性则被视为向上婚）、结婚时双方对配偶家庭背景的评价（被访者认为女性家庭背景好于自己的家庭背景则视为向上婚）来衡量凤凰男是否实现了向上婚。通过这些指标衡量向上婚，最终的统计结果与本文呈现的一致，篇幅所限，未能呈现，如有需要欢迎与作者联系。





